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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政治局势下的中国译学史发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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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环境对翻译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对促进翻译繁荣发展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古代，统治
者因维护自身利益、加强政权统治的需要，佛教如竹笋般飞速发展，佛经翻译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晚清民初时期，各种

西方思想文化也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复兴，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以寻找强国之路，翻

译活动也开始复苏，日益频繁；特别是民国时期对译论的批评、讨论和争辩很火热，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

展。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翻译工作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翻译理论工作也随之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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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及翻译的历史，陈富康的《中国译学史》是不可不

谈的一部著作。该著作分别从四个阶段详细地描述了中

国译学的发展过程，即中国古代、晚清民初、民国时期、新

中国成立后［１］。这些都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译学发展的

曲折历史以及推动中国译学蓬勃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

进而可以得知促进翻译发展的因素无外乎是政治、经济。

本文着重分析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局势是如何促

进翻译飞速发展的。

１　中国古代的译学发展
众所周知，佛教不是我国的本土宗教。理论上来说，

作为外来宗教，它对中国的影响本应弱于中国“土生土

长”的道教。然而，这个由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

尔境内）传来的宗教到至今为止都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

民，融入于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化中。而道教在中国的

发展却止步不前。究竟是什么造成如今这样的局面呢？

毫无疑问，翻译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但

是，为什么古代民众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钻研佛经，而不

选择大力推行本土的道教思想呢？这得从佛教和道教的

核心思想说起。佛教宣传的思想是忍耐，号召劳苦大众

要顺从，来世就可以富贵，这恰好符合统治者的思想要

求。因此相较于道教倡导的无为而治，统治者更乐于举

国推行佛教。于是就有了佛教现今的遍地开花。前有苻

坚邀请鸠摩罗来什来华宣讲，后有玄奘远赴西天取经，无

一不反映当时统治者对佛教的热衷程度。

由于统治者想维护自身利益，加强政权统治，佛教如

竹笋般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佛经翻译也得到了良好的

发展。然而，有关佛经的译著虽然比较多，但是与之相关

的译论却十分罕见。并且，如果要叙述我国古代译学理

论，需追溯到六朝以后的佛经译论，而中国早在秦始皇时

期就有佛教了。

纵观我国古代的佛经译论，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译经理论大多都是零星的、片断的译论，但合而

观之，所涉及的方面较广，仍具有研究价值。例如：在关

于专名的音译问题上，玄奘提出了“五种不翻”理论，即神

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无名，久已通行的音译，以及为

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凡遇此类名词，皆宜不翻。“释迦

牟尼”如果意译为“能仁”，则其地位便似乎不及孔子与周

公，“般若”一词显得庄重，意译为“智慧”就显得轻浅了；

道安的 “五失本，三不易”，其中“五失本”抓住了涉及翻

译的直译与意译、质直与文丽、质与量的矛盾和统一；“三

不易”涉及了翻译活动的主体性问题，是系统的、辩证的、

先进的中国传统译论。“五失本，三不易”涵盖了翻译学

本体和主体问题，具有全面、系统性。而且，其中的许多

观点非常先进，与现代翻译理论和语言学观点有相通之

处，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现代的诠释具有深远的意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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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中国当代翻译学的一块基石。

二是译经理论在服务于外来宗教的同时，借鉴了本

土文化，并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使之易于中国人民

接受。例如，译经理伦中常常将佛经中的经典故事与中

国传统经典著作《诗经》、《尚书》等。例如支娄迦谶把

“真如”译作“本无”，安世高译《阴持入经》把“色、受、想、

行、识”五类构成人的因素译作“五阴”，再如支谦译《般若

波罗密经》为《大明度无极经》，把“般入”（智慧）译作“大

明”、“波罗密”（到彼岸）译作“度无极”，均取自《老子》的

“知常曰明”和“复归于无极”。佛经以翻译为媒介进行的

传播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学、民间艺术、本土信仰、宗教组

织、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的新发展；此外源于本土的哲学

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这是佛经翻译所产生的正

面影响，而这些思想的传播逐渐为封建统治者所用，成为

长期桎梏人民思想的束缚，佛教的适时而进，佛教的传入

即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关于社会和经

济发展的人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中国的

劳动人民的精神诉求。

佛经翻译到北宋时期基本结束。此后，由于动荡不

安的局面和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政策等原因，除了少数民

族进行了少许翻译活动外，翻译活动趋近于无。直至１７

世纪，西方天主教开始打开中国市场，翻译活动才开始复

苏［２］。但与佛经翻译相比，未能产生比较重要的翻译理

论。此外，由于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不少传教士不只

能动中国文化礼仪和习俗，１８世纪初遭天主教到统治者

的驱逐，直接影响到中外交流和翻译的发展，标志着我国

古代第二次翻译活动又一次停止［３］。

２　晚清民初的译论
由于清王朝的闭关政策，中国盲目自大，没有赶上

“蒸汽时代”。随后，在１８４０的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列

强凭借火力十足的枪炮打开了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再

加上清政府自身的腐败，中国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此时，在帝国主义如狼似虎似地瓜分中国领土

时，各种西方思想文化也大量涌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

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复兴，也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

文化知识，以寻找强国之路。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背景下，翻译活动也开始复

苏，日益频繁，并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此时，有关翻译的理论也随之增多，也更加丰富了。

翻译活动也不再局限于宗教翻译，而涉足于科技翻译。

例如，以严复，张之洞为代表的官僚洋务派就主张“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翻译活动的蓬勃

发展，体现了统治者开始意识到翻译活动的价值，注重培

养翻译人才、组织译者工会等。但是由于自身的封建思

想的桎梏，在翻译外国著作中，会反对翻译国外有关“男

女平等”等内容的书。

虽然洋务派寻求翻译内容的突破，但在中国近代对

翻译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当维新派莫属。例如，马建忠、

梁启超、凤谦等人，最早提倡广译，便突破了洋务派及教

会人士专译格致类书的狭隘格局，随后康有为、梁启超等

人又提倡快译和译日文书。

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翻译家，他们各自都提出了自

己的译论。如严复提出了翻译的“信、达、雅”标准，是翻

译界的金科玉律；林纾强调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

智”，才能让国人了解列强的凶恶和阴谋，才能抵抗欧洲

列强，此外，他认为救国应当靠“实业”，所以他在翻译过

程中注重实业发展；以及鲁迅和周作人这对兄弟强调翻

译对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引导国人进步意义重大，

注重“异域文术新宗”的艺术性，强调翻译文学作品的怡

情和涵养深思作用。并且周氏兄弟不像梁启超那样，简

单地以翻译直接作为改良社会的武器或论证的工具。他

们在强调翻译的社会功利目的之外，同时不忘记文学本

身作为艺术的特点和功能。

３　民国时期的译论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民国时期主要提倡民主与科

学，批判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只有短

短三十几年，但在这一时期，文坛上和译坛上能人辈出。

但此时与晚清时候相比，人数虽多，更多不是靠思想、政

见来划分，而是依据社团与流派角度来区分。其中，建树

比较大的社团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新月派和论语派等。

其中，文学研究会的朱自清虽然有关翻译的论述不

多，但是其对译界的影响程度不可小觑。例如，他将历来

译名的方法概括为五种：一是音译分译，即一般音译，一

半意译；二是音译兼译；三是造译；四是音译，五是意译。

他对这五种方法逐一作了分析，他认为，“音译分译”历来

少用，原是一种尝试，并不作为正法，其缺点是既不像音，

又不像义。“音译兼译”则极难，“如要两全，必然两失”，

吃力不讨好。“造译”除了译化学书常用外，也很少用，而

且这种新词令人音义茫然。

此外，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是民国时期另外一个

有重大影响的新文学社团。郭沫若在文化学术很多领域

都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精通日、德、英等国文字，一生

翻译了大量作品。他在翻译上理论上也有其独到的见

解。他的译论也影响到了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同时，无

可讳言，当时他的文艺思想带有宗派主义和唯心主义色

１３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４年第６卷

彩，这也影响到他的翻译理论。他不赞成矛盾、郑振铎主

张的翻译介绍“应该审时度势，分个缓急”的意见，认为这

是“阻遏人自由意志”，“是专擅君主的态度”。并且，他强

烈翻译文艺的“功力主义”，认为这是“文艺的堕落”。他

还自创了“风韵译”，强调“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把

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

种‘风韵译’”。

民国时期译论史上的批评、讨论和争辩是很火热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例如，新文化

运动者，一开始便以林纾，甚至严复为批评的靶子。虽

然，这些批评未能充分肯定严、林两位对翻译事业的贡

献，但对于端正新文化运动中的翻译事业的方向确实起

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就涉及翻译

的“外部研究”也在潜移默化的丰富译论，为我国译学史

上增添了夺目一笔［４］。

４　新中国成立后的译论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翻译工作自然是其中之

一。但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新中国翻译理论史分为

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文革前，翻译工作随着新中国的发展

而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翻译理论工作也随之得到了重视。

在此阶段，就有《世界知识》社创刊了《翻译》月刊，其代表

编辑有董秋斯、林淡秋、胡仲持等翻译工作者。除此之

外，中央人民政府出版创刊了《翻译通报》月刊，该刊适应

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要求，并把加强翻译工

作者之间的联系，交流翻译经验，展开翻译界的批评与自

我批评，提高翻译标准为宗旨。当时，由于我国与苏联关

系密切，大力宣扬共产主义，中共中央宣传部还设立了斯

大林著作翻译室，全面、系统地开展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的编译工作。

第二个阶段是文革期间，由于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打

压以及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翻译研究工作

基本停滞。但港台地区以及旅居海外的翻译研究者仍在

继续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香港的翻译工作者

自发组织了“香港翻译学会”，经常组织各种学术活动，并

出版会刊《译讯》。学会几乎每年都举办一次较高水平的

翻译研讨会，并将这些研讨会上的论文编为《翻译丛论》

出版。此外，香港还出版了许多翻译大家的译学著作，是

当时不可多得的翻译材料。台湾地区的翻译活动也非常

活跃，出版了许多翻译著作，有关翻译理论的书和论文也

出了一些。但是，在当时虽然台湾地区的翻译人才众多，

翻译作品丰富，但却没有一个全省的翻译工作者的统一

组织。与香港相比，就落后了一大截。

纵览中国译学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翻译研究，

尤其是翻译理论研究正在不断的自我完善、日趋成熟。

然而翻译活动要得到健康发展，则需要国家政局稳定的

支撑、国家明朗政策的引导，以及对翻译活动者的开拓创

新精神的大力支持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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